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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接入鸿沟曾是数字鸿沟的基本形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接入

鸿沟缩小、应用覆盖性增强，也触发了互联网红利差异。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

以互联网市场为例，对红利差异来源和影响红利差异的机制进行考察发现：接入

鸿沟缩小带来的是连通性的增强和平台的发展，这使人们有机会把以往投入的各

类资产在互联网上转化为有差别的、组合性的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其中，转

化规模差异和转化率差异既受两个 “乘数效应”的影响，更受互联网平台的影

响，并最终表现为红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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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两个现象的理论追问

互联网技术的大众应用正在成为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互联网；在农村，亦有先行者倡导 “在外东奔西跑，不如
回家淘宝”。互联网技术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全面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两个现象
值得关注：

一是数字鸿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的发展。２００４年，ＤｉＭａｇｇｉｏ等人在回顾相关文
献后提出，数字鸿沟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接入机会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和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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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的差异而产生的数字不平等。① 此前，ＤｉＭａｇｇｉｏ和 Ｈａｒｇｉｔｔａｉ发现２０００年
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 （ＧＳＳ）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以及在认知测试
中得分高的用户更倾向于用互联网 “积累资本”，而非单纯娱乐。② Ｂｏｎｆａｄｅｌｌｉ对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瑞士数据的研究也表明，受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高的用户一般将互联网
用于获取经济收益，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用户则更多地将互联网用于娱乐。③ 虽然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等人注意到运用互联网和积累资本的联系，却未深究积累的是何种资本，

以及何种机制造就了资本的积累。

二是数字红利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④ 的显现。商务部的数据⑤显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均增长超过３５％，２０１５年达到２０．８万亿元人民
币；网络零售总额年均增长超过５０％，２０１５年达到４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首
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至２０１５年，农村淘宝 （“村淘”）⑥ 已在２２个省的

２０２个县落地，建立了９２７８个村级服务站。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２０１５）》⑦ 指
出，中国 “淘宝村”数量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０个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７８０个，同比增长

２６８％，分布于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在一些区域，“淘宝村”和 “淘宝镇”成为当地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⑧

透过上述现象，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数字红利来自哪里？数字红利与 “积
累资本”、数字鸿沟之间有何关系？如果说互联网接入鸿沟曾产生数字红利差异，那
么，随着接入鸿沟趋向填平，红利差异是否继续存在？其根源何在？

本文采用 “理论建构对话经验事实”的方式探讨上述问题，首先回顾数字鸿沟
的发展，探讨产生和影响互联网运用鸿沟的机制———以互联网市场为例；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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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影响人们把既往投入的各类资产转化为互联网资本的转化规模和转化率的条件，

揭示互联网红利差异中隐藏的社会事实。

二、接入设施发展与数字鸿沟的转向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以下简
称 “互联网”）产生之初，人们就意识到 “连接”将给不同人群带来发展机会的差
异。Ｍｏｒｒｉｓｅｔｔ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富有和信息贫穷之间的差异。① 但他没有探讨信
息富有与贫穷差异的来源与影响。之后，对这类差异较为系统的讨论来自美国政府
的系列报告。这些报告试图说明在互联网进入美国大众生活后引发的各阶层人群之
间接入互联网的差异 （此时，人们关注的仅是因接入可及性而产出的机会差异，尚
未关注到因使用的不同而带来的 “受益”差异），并指出，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扩散，

孕育了另一种机会不平等——— “数字鸿沟”。②

广义上，“数字鸿沟”指给定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对互联网在可及 （ｈａｖｅｓ　ｏｒ
ｎｏｔ　ｈａｖｅｓ）和使用 （ｕｓｅ　ｏｒ　ｎｏｔ　ｕｓｅ）上的差异。③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 “使用差
异”的不同理解，呈现了对数字鸿沟认识的不同指向：围绕接入可及性差异或接入
后的运用差异。前者指向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基础设施供给，后者指向用户因互
联网技术应用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

（一）接入可及性差异的缩小

在接入可及性方面，最先被关注的是国家间及群体间的差异，如 ＯＨａｒａ和

Ｓｔｅｖｅｎｓ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信息拥有者和信息缺乏者之间的鸿沟。④ Ｍａｃｋ则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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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将数字鸿沟定义为接触电脑软硬件及新媒介等信息渠道的差异。①

在中国，直到１９９５年瀛海威公司创立，大众接入通道才被真正打开。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间，互联网用户规模从６２万人增长到１６９０万人，用户群体的主要特

征是：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年龄在１８—３０岁，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东，

在教育、科研、信产领域和国家机关工作的男性。②

在随后的发展中，有三个关键因素缩小了可及性差异：基础设施、使用设施，

以及互联网的有用性。

第一，接入设施覆盖性的扩展。在中国，初期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大多数是教育机

构、信息企业和政府部门，其所覆盖的群体与其之外的人群形成了接入可及性差异。

随着宽带、无线网络的覆盖，城市区域的接入可及性大大提高；伴随 “村村通”工程

的发展，到２００７年底，９７％以上的乡镇具备了互联网接入条件，９２％开通了宽带。③

第二，使用设施的便利化明显降低了使用门槛。早期使用互联网的门槛较高，还

需要特定的技能。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接入设施的发展，成为互联网接入可及性提

高的转折点，为更多人群提供了接入机会。ＣＮＮＩＣ④ 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中国使用

手机上网的用户数仅为５０４０万，占上网总用户数的２０．４％；２００８年突破１亿，占上

网总用户数的３９．５％；到２０１６年６月，达到６．５６亿，占上网总用户数的９２．５％。

第三，有用性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接入行动。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网上资

源的数量和种类非常有限，与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关联度不高。⑤ 此外，运用互联网

的机构、行业相对较少，多数机构、行业甚至没有接入的必要。

在前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接入用户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连通性⑥的增强，更意味

着互联网有用性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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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性的发展还从用户的使用状况得到显现。２０１５年ＣＮＮＩＣ① 数据显示，在
中国农村，约有７７１４万互联网用户有网络购物经历，占农村用户的４３．２％；人数较

２０１３年提高了１２．１％，与城市用户网络购物使用率的差距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４％缩小到了

１７％。农村用户中使用网上支付的比重也达到了３５．２％，较２０１３年提高了近１０％，

计６２７６万人，与城镇用户的使用率差距从２０１３年的近２２％下降到了约１５％。

　　由上可知，数字鸿沟最初体现为
“是否接入”的区分。如图１所示，即使
接入，也是一个个的局部网络，“用或不
用”对人们工作、生活或社会经济的影
响不大；接入鸿沟两侧的群体也未产生
可感知的不平等。彼时，对不平等的讨
论更多来自政府和学界对趋势的预判，

并通过影响各国的公共政策，促进了接
入可及性的提高。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广覆盖、使用设
施的便利化与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之间，

逐步形成了正向强化。

图１　接入鸿沟示意图

（二）接入之后，运用差异的显现

在接入可及性差异缩小的同时，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人们在互联网运用上的差
别逐渐显现。邱泽奇认为，在给定接入可及性前提下，是否运用互联网改变自己的
社会经济地位成为社会分层的新维度，打破了职业对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影响。② Ｊａｎ
ｖａｎ　Ｄｉｊｋ等人也认为，ＩＣＴ所有权、技能和运用等会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复杂的影
响。③ 胡鞍钢等人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在普及中带来了新的社会不
平衡。④ Ｈａｒｇｉｔｔａｉ讨论了不同人群使用互联网检索信息的能力，以此测量群体之间
在互联网运用维度上的差异。⑤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等人在传统二分法 （即上网或不上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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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不使用）的基础上，用５个维度 （设备、使用主动性、技巧、社会支持和使用
目的）讨论了基于运用差异的数字鸿沟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强调应用差异是数字
鸿沟的进一步发展。①

一部分学者进一步将关注点放到互联网使用目的差异上，正如本文开篇的第一
种现象所呈现的。郝大海和王磊运用ＣＦＰＳ数据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使用互
联网目的的影响，获得了与Ｂｏｎｆａｄｅｌｌｉ一致的观察。② 韦路和张明新运用 “皮尤
（Ｐｅｗ）研究中心”２００４年一项政治传播数据，证明在同等可及性条件下人们运用
互联网的方式大相径庭，进而产生了获取政治知识的差别。③
简言之，人们观察到在接入机会趋向平等时，运用差异开始显现。有研究追问，

运用差异是否映射了在信息化时代社会不平等的新形态、新发展？④ 也有研究探讨
了此类不平等的特征以及改善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方向。⑤ 本文则试图追问：如果运
用差异导致了不平等，那么，如何导致的？即运用差异对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什么后
果？产生后果的机制是什么？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三、互联网红利与红利差异

虽然设备、技能、运用方式和运用目的都是测量运用差异的维度，更重要的维
度是因运用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一）互联网红利

运用差异带来的直接后果即有人在经济上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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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吐鲁番果业有限公司在８月１—５日投放１００００件共１８００吨以 “无核
白”为主的鲜食葡萄，在淘宝网上面向江、浙、沪、皖部分地区促销，每件２．２公
斤，每公斤售价近２３元，很快被抢购一空。① 如果这些葡萄面对的是吐鲁番本地市
场，不仅会面对同质性竞争而不得不降低价格，市场容量也仅限于本地６３万人口。

仅以人口数量蕴含的市场规模为例，江浙沪皖的总人口约为２．２亿，是吐鲁番市总
人口的近４００倍。这就意味着，一个 “连接”使得市场规模放大近４００倍。

世界银行认为，数字红利是由数字投资带来的增长、就业和服务收益。② 相对
于在本地市场售卖而言的，吐鲁番果业通过互联网售卖而产生的超额收益，就是数
字红利。

我们则认为，“数字投资”概念不清。吐鲁番果业的例子说明，数字红利的核
心在于把产品的地域声誉、规格、配送以及定价策略等在互联网市场上组合起来
从而受益。显然，是不同资产的组合，而非抽象的数字投资。因此，本文更愿意
将由运用互联网带来的超额收益称为互联网红利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一如
开篇呈现的第二个现象，互联网平台在中国的发展展示了由互联网运用带来的互联
网红利。

孙寒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村民，２００６年，在村民依旧热衷于乡
镇工业时，他开淘宝店并赚到第一桶金。在孙寒影响下，东风村互联网商务蓬勃发
展，至２０１５年已发展出网商６５００多位，网店８１００多家，工厂１５９０家，实现销售
额超过４０亿元人民币。吸引了物流快递企业６７家，营业额５．７亿元人民币；从业
人员２４０００余人，业务范围不仅遍及中国城乡，还远及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③

类似东风村的村子，２０１３年以来在中国农村迅速涌现并形成不同发展模式。除
了东风村的 “网销＋工厂”模式外，还有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青岩刘村依靠义乌
小产品市场的 “网销＋线下市场”模式，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湖滨镇湾头村依靠当
地草柳编手工业传统的 “网销＋传统手工业”模式，浙江省临安市清凉峰镇新都村
依靠特色农产品的 “网销＋特色农产品”模式等。④

不管是哪一种互联网商务模式，都意味着人们在互联网运用中获得了超过传统
商务模式的收益，即互联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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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红利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技术应用提供了均等的受益机会，却不意味着用户从中
的受益是均等的。我们把在不同人群、地区、城乡之间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
定义为互联网红利差异 （简称 “红利差异”）。世界银行认为，在连通性快速发展的
同时，全球生产力的增速却在放缓，劳动力市场更趋于两极分化。这种反差不仅在
富裕国家凸显，在发展中国家也日趋显现，中国正呈现类似的现象和趋势。①

以东风村为例，在越过接入鸿沟之前，村民们之间曾因乡镇企业带来的发展机
会差异而出现过受益差异。孙寒在开网店之前没有正式工作，不曾从工业化中直接
受益。为此，他被村民们嘲笑。与孙寒类似的还有程怀宝，他娶了东风村的姑娘，

却因没有正式进厂、进店工作而被人看不起。

一旦越过接入鸿沟，则是另一种格局。在互联网市场上开店让孙寒获得了先行
者优势，也让程怀宝在５年之内从没有栖身之地的外来女婿变成年网络销售额超过

６０００万元的网商明星。不仅在东风村，在几乎所有互联网运用群体及区域中，互联
网红利的受益差异正在逐步显现和明晰。以 “淘宝村”为例，“淘宝村”之间的红利
差异不仅显现在群体之间，也显现在地区之间。表１的数据至少说明，第一，淘宝
村之间的互联网红利差异明显。第二，产业之间的互联网红利差异亦明显。

表１　 “淘宝村”的互联网红利 （２０１４）

所在省份 村民数 （人） 主要产业 网络销售额 （万元）

湾头村 山东 ７０００ 传统草柳编 １００００

东风村 江苏 ４８００ 家具 ２０００００

青岩刘村 浙江 ２０００ 义乌小产品 ２０００００

军埔村 广东 ２０００ 服装、皮具等 １０００００

北山村 浙江 ２０００ 户外运动产品 １００００

新都村 浙江 １８１７ 山核桃 ７０００

灶美村 福建 １６５０ 家居藤铁 １８０００

白牛村 浙江 １５２８ 山核桃 ７０５０

顾家村 山东 １４２３ 老粗布 ６０００

西山村 浙江 ９７６ 简易衣柜 ２４００

西岙村 浙江 ８７０ 玩具 １２０００

培斜村 福建 ７２５ 竹凉席 １０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书中数据整理。阿里巴巴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淘宝村》。

在村民人数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互联网技术应用既给青岩刘村和军埔村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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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银行：《２０１６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中文版概述），第２页。



超过１０亿元的网络销售额，也给北山村带来了１亿元的网络销售额。从产品品类来
看，依靠自然资源和传统工艺的淘宝村，网络销售额基本都在１亿元以下；而依靠
原有工业基础或创建新兴加工产业的，网络销售额则多在１亿元以上。

在中国，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更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后区域工业化的状态同构，① 即呈现较大地区间差异。根据阿里巴巴中国县
域互联网商务发展指数来看，２０１４年在１９３４个县域样本中，排名居于前１００名的，

有４１个来自于浙江省，１６个来自于福建省；东南部地区共有８６个，中部地区仅有

７个，西部地区也只有７个。从排名的平均数来看，东南部地区的排名平均数约为

５２３名，中部地区约为９３０名，西部地区的排名约为１２８３名；中西部地区和东南部
地区的差距十分明显 （图２）。此外，县市互联网商务指数排在前十的，除河北省有
一个县以外，均为东南部地区的县市 （表２）。

图２　中国分省县域电商指数平均数

　　　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表２　中国县市互联网商务指数②前１０排名

排名 县 市 省
网商
指数

网购
指数

电商发
展指数

淘宝村
个数

网店数
（万）

特色
产品

电商交易额
（亿元）

１ 义乌 金华 浙江 ４３．８２５　 ２５．２０７　 ３４．５１６　 ３７　 １４ 小产品 １１５３

２ 石狮 泉州 福建 １５．３０９　 ２２．１９５　 １８．７５２　 １　 ４ 服装 ６００

３ 永康 金华 浙江 ２１．５４３　 １５．４２４　 １８．４８３　 ６　 ３ 五金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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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后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与区域差异》，《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阿里巴巴互联网商务发展指数 （ａＥＤＩ）是一个基于阿里巴巴平台大数据的指数，从一
个侧面反映各地县市小企业和消费者应用互联网商务的情况，取值范围介于０—１００之
间，数值越大，说明当地互联网商务发展水平越高。



续表２

排名 县 市 省
网商
指数

网购
指数

电商发
展指数

淘宝村
个数

网店数
（万）

特色
产品

电商交易额
（亿元）

４ 桐乡 嘉兴 浙江 １３．７１０　 ２０．３８９　 １７．０４９　 ５　 ４ 针织衫 ６８０

５ 海宁 嘉兴 浙江 １５．４８２　 １６．３５８　 １５．９２０　 １２　 ２ 皮革品 ２００

６ 天台 台州 浙江 １４．９８８　 １５．８８３　 １５．４３６　 １０　 ２ 车用品 ３０

７ 德化 泉州 福建 １２．７２７　 １７．６００　 １５．１６４　 ６　 ０．８ 陶瓷 １２

８ 昆山 苏州 江苏 ８．０６２　 ２１．７８９　 １４．９２５　 ６　 ３ 电脑 ８８

９ 清河 邢台 河北 １３．９０１　 １５．３７４　 １４．６３８　 １４　 ３ 羊绒品 ３０

１０ 常熟 苏州 江苏 １３．４１９　 １５．４１９　 １４．４１９　 ８　 ７ 服装 ６０

　　　注：淘宝村数量为２０１５年数据，其他为２０１４年数据。

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可以交叉检验的另一份数据是国家信息中心①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中国信息社会发
展报告》。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间，东、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
为６．１５％、６．４３％和７．０８％，西部和中部的年度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但从绝
对值来看，在同一时期，东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的差值从０．１２４８增加到０．１７６０，

绝对差距在扩大 （参见图３）。

图３　中国分地区信息社会指数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指数２０１５》。

事实证明，接入鸿沟的缩小并没有消除在人群、地区、城乡之间的运用差异。

由互联网运用带来的互联网红利受益分布与工业化红利受益分布在人群、地区、城
乡之间形成同构。比较城乡、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表１和表２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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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２０１５》，北京：国家信息中心，２０１５年。



很容易让人怀疑互联网红利差异是否是工业化红利差异的延续与扩展。

但我们也发现，在２０１５年的７８０个 “淘宝村”① 中，有１７个来自于中西部的７
个省市自治区，甚至国家级贫困县的淘宝村数量也从前一年度的４个增加到１０个，

来自省级贫困县的淘宝村数量则达到１６６个。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群、地区、城乡之间的互联网红利差异？它和
工业化红利差异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四、互联网资本如何影响了红利差异

我们提出互联网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一分析框架，认为隐藏在互联
网红利差异背后的正是个体、群体、地区、城乡之间的互联网资本以及对其运用的
差异。

（一）资产的互联网资本化

在数字鸿沟的讨论中，除ＤｉＭａｇｇｉｏ和 Ｈａｒｇｉｔｔａｉ提到 “积累资本”外，Ｂａｃｈ等
人也提出过 “数字人力资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② 他们认为，人力资本与知
识经济构成了数字人力资本的基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把人的能力转化为生产、教
育、以及参与社会的工具。遗憾的是，他们在 “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的投入要素
层面提出 “数字人力资本”，尚未挖掘其可能的内涵，就转向了从排斥与包容的视角
探讨影响低收入社区的公共政策。

数字人力资本并不足以解释红利差异，因为要想从互联网运用中受益，即使不
深究人力资本的复杂性，也应看到还有技术因素和互联网平台因素，以及更值得关
注的连通性带来的影响。

此外，也有研究把互联网与社会资本关联。但这些研究大都以社会资本为因变
量，未将之与红利差异联系。譬如黄荣贵等人认为，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扩大并维持
个人的社会网络。③ 付晓燕则认为，用户使用社交工具的素养、社交网络的结构及
其使用内容影响了 “虚拟社会资本”累积的多寡。④ 邓建国的研究显示，博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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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阿里研究院：《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２０１５）》，北京：阿里研究院，２０１５年，第９—１０页。

Ａｍｙ　Ｂａｃｈ，Ｇｗｅｎ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ｄｄ　Ｗｏｌｆｓ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黄荣贵、骆天珏、桂勇：《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项基于上网活动的实证研究》，
《江海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付晓燕：《中国网民的 “虚拟社会资本”建构———基于中国网民互联网采纳历程的实证
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类网站和社交网站使用者比非使用者具有更多的网络社会信任。① 上述研究的问题
在于，增加或减少社会资本并不能直接解释红利差异。

我们将 “资本”界定为凝聚以往投入而形成的、具有市场进入机会因而能够通
过市场获益的资产。它既是要素，也是特定的社会机制。由此，也可以视其为内含
特定社会机制的发展要素。

索托认为，世界各地的穷人掌握有各式各类、形态各异的资产，从劳动力到物
质资产如房屋、土地、自然资源，如果这些资产无法进入市场，就是 “僵化”的资
本。② 他强调 “取得真正所有权”、进而将资产转化为资本对穷人摆脱贫穷的意义。

显然，索托着力关注的是资产转化为资本及其带来的影响。不同于索托的是，

我们探讨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各类互联网技术应用者的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以及
从中获益的机制。

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资产获得市场进入机会的过程，本文称之为资本
化。③ 将资产转化为资本，其现实意义在于，行动者不仅是资产的占有者，而且成
为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体，占有的价值将通过市场得以评价；其理论意义则
在于，如果说资产可以在投入—产出结构中得到精辟的阐述，那么，资产一旦转化
为资本，就必须在市场运行中才能得到理解。

在转化中，促使资本增长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提高资本化程度。对给定资产
数量而言，资产的资本化程度越高，资本的增加越多，此为资本的内涵性增长。第
二，增加资产数量。对给定资本化程度而言，资产的数量增加，便意味着资本的增
加，此为资本的外延增长。这两个途径可以表达为：

　　ｃｓ＝ｔｒａ×ａｖ
公式中，ｃ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ｓｓｅｔ）为某种资本；ｔｒａ为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

转化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ｔ），即资本化程度；ａｖ为可转化的某资产的规模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ｔｓ）。

把索托的逻辑引入互联网运用中会发现，在互联网市场上，资产向资本的转化，

既意味着资产规模的扩张，亦意味着资产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则互联网资本为：

　　Ｃｃ＝∑
ｎ

ｓ＝１
ｃｓ； ｎ＝１，２，…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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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建国：《Ｗｅｂ２．０时代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之关系考察》，博士学位论
文，复旦大学，２００７年。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索托
在讨论中未将 “资产”与 “资本”做严格区分；本文则将未转化的称之为 “资产”；通
过互联网市场转化了的，称之为 “资本”。
在经济学文献中，“资本化”（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常常用于将资产参照利率而形成现值关系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本文讨论的 “资本化”不同于此，而是索托意义上的将资产向资
本的转化。



即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互联网资本 （Ｃｃ，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为每一类转

化后的资本 （ｃｓ）的和。

前文列举的产品声誉、技术能力、甚至零碎时间等都属于索托意义上的 “僵化”

资本。互联网技术应用则有机会激活这些 “僵化”资产，让曾经难以转化为资本的
资产转化为互联网资本。因此，我们将互联网资本定义为任何因既往投入形成的、

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市场获益的资产。

（二）互联网资本的特征

互联网市场给进入机会、进而给资产资本化带来的影响，由下例可见。

一是在 “淘宝村”随处可见的情景，以沙集镇为例。中年妇女陈淑珍，小学受
教育程度，抱着孙子打理网店，年销额几百万元。如果要问陈淑珍的网店挣多少钱，

答案一定模糊不清。不是陈淑珍不愿意回答，而是她根本就没记过账。

另一个是在淘宝天猫店随处可见的情景，以海尔为例。网店展示了从小家电到
大家电的几乎所有产品，每一个品类的每一个型号都有形态展示、特征数据、售前

售后服务指引，包括个性化定制。客服也始终在线。与消费者需求联系在一起的是

从设计、原材料采购配置，到生产排产、质检、物流配送、财务结算等一系列超越

了纯粹工业生产模式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安排。

两类网店的差异显而易见。第一，两者的交易方式都是信息时代的：电子商务、

产品定制化、“先预订、后生产”、物流、数据化等。第二，生产方式则至少跨越了

两个形态。陈淑珍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化时代之前、作坊式的，海尔的生产方式则是
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第三，管理方式则相差着三个形态。陈淑珍的管理方式是小

农式的，甚至没有基本的会计制度；海尔的管理方式则进入了后工业化形态，即基

于数据化和大数据的模块式管理。

每个时代对既往积累资产的运用，通常仅限于与之适应的部分。譬如在工业化

时代，陈淑珍的性别、低受教育程度等都属于 “僵化”资产，让她没机会进入工厂。

而在互联网市场上，陈淑珍每年却有几百万元的网销额。让一个没有 “用处”的老

妇获得互联网红利的，是由互联网市场将 “僵化”资产及其关联资产 （如学习能力）

激活，转化为陈淑珍从互联网红利受益的资本。在互联网市场中，不同时代的资产

都可能是可转化的资产，一方面实现对可转化资产种类和规模的扩展；另一方面，

经由连通性提高资产的转化率；进而在互联网市场上形成不同于既往的资本，这正
是互联网资本的核心特征。

对此，还有四点延伸讨论。

第一，如果人力资产和互联网设施资产结合，却未与市场营运结合，便只构成
特定主体拥有的互联网技术资产，如孙寒拥有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在将互联网技术

资产和市场机会的发现、捕捉、利用结合起来时，便转化为互联网技术资本。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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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讨论中，一些学者注意到的运用差异，部分属于这一场景下的资本化差异。

第二，互联网技术资产扩大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进而扩大人们的社会资产，

并形成互联网信誉资产。网络大咖是具有丰富互联网社会资产和信誉资产者。互联
网技术资产和互联网社会资产、信誉资产相结合，构成特定主体拥有的互联网组合
资产。如果互联网组合资产仅用于信息交流、情感互动、游戏娱乐，则资产尚未转
化为资本。当互联网组合资产和市场营运结合，进而从互联网上获益，便转化为互
联网组合资本。

第三，当互联网组合资本和其他实业资产结合起来，并将实业资产通过互联网组
合资本与市场营运结合起来，便形成了 “互联网＋”资本，并通过互联网产生效用。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各类资产向互联网资本的转化上，互联网平台是基础
设施，是匹配者，也是操控者。曾经，资产资本化采用的必要形态是货币，货币扮
演了市场认可的连接功能。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平台扮演的同样是市场认可的连接
功能。然而，互联网平台与货币虽具有相同的连接功能，却有着本质差异，即货币
不具备能动性，平台却具备能动性。正是平台的能动性让平台在互联网资产向资本
的转化以及效用的发挥中扮演了匹配者、操控者角色。２０１６年的赵薇事件正是平台
角色扮演以及平台间竞争的典型案例，值得专题探讨。

基于上述四点，互联网资本不同于Ｂａｃｈ等人的数字人力资本。首先，数字
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框架下的资本，互联网资本则是内含市场进入社会机制的、

发展意义下的资本。其次，数字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框架下的资本，强调知识
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特征；互联网资本是包含资本化机制的资本，强调在高
度互联条件下人力资产的资本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最后，数字人力资本在本
质上还是人力资本，是由劳动力体现的单项资本；互联网资本是组合资本，人
力资本只是其中一项资产。

互联网资本也区别于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明塞尔指出，人力资本是与工
作岗位相对应的技能、劳动质量，是人力身上体现的岗位能力和产出。① 在舒尔茨
和贝克尔的讨论中，也保留了人力聚集能力和产出的内涵。② 在人力资本的应用中，

都把工业化科层制岗位要求作为判断人力资本的默认标准。互联网资本也强调资产
汇聚，但排除标准判断，强调资产组合；在互联网资本组合中，人力资本也只是其
中的一种资产。

互联网资本亦不同于社会资本。作为与个人资本相对应的概念，布迪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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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参见西奥多·Ｗ．舒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加里·Ｓ．贝克尔：《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梁
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的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① 科尔曼把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
源当作社会资本；② 帕特南则把社会组织特征如信任、规范、网络等都视为社会资
本。③ 之后的社会资本研究更强调关系的重要性，把个体拥有的直接和间接社
会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由此，社会资本在本质上是基于个体社会关系资源的。

在互联网资本中，互联网技术使用者拥有的关系资源是一种资产，且仅是其资
产组合中的一种。

此外，既有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讨论强调占有，将工业化制度视为默认标
准，不区分资产与资本。互联网资本强调通过互联网进入市场的机会和对资产的运
用，即把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资本化；强调运用互联网资产从互联网运用中受益。

从陈淑珍到海尔，互联网造就的众多例子说明的正是因连通性带来从人力资产
到实业资产的互联网资本化的大尺度变异性。当然，对互联网资本的深入阐释需要
将其放在 “资本”理论、“资本”演化的历史脉络中，但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三）互联网资本发挥效用的条件：两个 “乘数效应”

如前所述，让互联网资本发挥效用的条件之一是互联网平台，但对平台影响的
探讨才刚刚开始。④

让互联网资本发挥效用的另一个条件是两个 “乘数效应”，以本文讨论的互联网
市场为例，即市场规模乘数效应和潜在差异需求规模乘数效应。

下文试图运用 “连通性”来阐述两个 “乘数效应”。连通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意
指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上建立连接产生的网络特征。互联网运用的发展让互联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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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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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连接到的网络规模越来越大、被其他互联网用户连接到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如果存在大规模连通的网络，事实上就形成了复杂的、高度互联的互联网社会，

如图４中的Ｂ；即使落下了少数规模较小的局部网络，如图４的Ａ和Ｃ，也不可否
认接入鸿沟已经缩小，且只存在于尚未连接到互联网社会的局部网络，即Ａ、Ｃ与

Ｂ之间。

　　此时，Ａ、Ｃ中的任意用户只要连接
到Ｂ，就成为互联网社会的一个节点，

有了与网络中任意其他节点的连通性。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连通性已得
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处于收入底层的１／５
的人口中有近７０％拥有手机；与此同时，

企业的连通性也发展迅速，① 到２０１５年
底，中国企业的互联网使用率已接近

９０％。② 戴维德的研究指出，在连通性
的发展进程中，互联网外部性的正反馈
不断加强，激励人们在更多情形下、更
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也强化了未使用者

图４　局部网络与互联网络的示意图

的使用意愿。③

连通性带来的影响比较复杂，这里仅聚焦于其对互联网市场规模的影响，如带
给一个普通售卖者或潜在售卖者的影响。

在中国，比较典型的传统售卖者是农村集市的货郎。施坚雅认为中国农村集市
的辐射范围平均为１８个村庄。④ 如果把集市售卖者放入互联网情境，１８个村庄只
是一个局部市场。依据小世界原理，⑤ 在互联网上，任何一个售卖者面对的市场范
围在理论上都是整个互联网社会，是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市场范围如此巨大的变

·８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①
②

③

④

⑤

世界银行：《２０１６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中文版概述），第２页。
根据ＣＮＮＩＣ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企业计算机使用比例、互联网使用比例
与固定宽带接入比例，分别达到９５．２％、８９．０％和８６．３％。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２０１６年１月）》，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２０１６年。
参见威廉姆·戴维德：《过度互联：互联网的奇迹与威胁》，李利军译，北京：中信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２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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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ｐｐ．６１－６７；Ｄｕｎｃａｎ　Ｊ．Ｗａｔ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Ｓｔｒｏｇａｔｚ，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３９３，１９９８，ｐｐ．４４０－４４２．



化，正是连通性带来的影响，即售卖者把店铺从集市搬到了互联网商务平台上。

在互联网络上，每个用户都是一个节点，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张直接导致节点
数量的增加。对市场而言，节点数量的增加既意味着卖家或买家数量的增长，也意
味着市场规模的乘数效应，即戴维德的正反馈。

为了讨论的简洁性，我们需要做一些约定。假定售卖品供给充分，则市场容量
仅取决于买家规模。如果市场为传统农村集市，则范围为１８个村庄，由于每个村庄
的家户数或人口规模为有限集，且市场容量会随着时间而波动，则市场规模为：

　　ｖｌ＝ρ∑
ｎ

ｉ＝１
ｘｉ；（ｎ＝１，２，…１８）

公式中，ｖ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为售卖任意产品面对的市场规模，ρ是区
间为０—１、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参数，ｎ为村庄的数量，ｘｉ为一个村庄市场规模
的有限集。由于局部市场需求的同质性，则ｖｌ始终为一个有限集。

一旦接入互联网，相对于局部市场，ｎ即变成为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售卖的
选择性随即得到增强，ρ会趋于１ （即使存在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售卖者也可以
通过变换产品组合来抵消单品市场容量的波动）。此时，售卖者面对的市场规模为：

　　ｖｖ＝ρ∑
ｎ

ｉ＝１
ｘｉ；（ｎ＝１，２，…!）

在同等条件下，因ρ→１，且ｘｉ （需求规模）的和是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则接
入互联网后的市场规模 （ｖｖ，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ｓ）将是趋于无穷大的集。这是因为
互联网带来的高度互联即连通性，大大降低了市场扩张中的搜寻成本，使受到搜寻
成本约束的市场范围大大扩大。假定不存在其他障碍，其规模在理论上即是一个无
穷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是万能的，需求侧乃至市场、制度因素，依然是
重要的约束因素。为简洁起见，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用 “无穷集”来表示，与工
业化时代的市场比较，市场在低搜寻成本下的巨大扩张可能。

此为连通性给互联网市场带来的一重影响：市场规模乘数效应。

连通性给互联网市场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由市场需求的细微差异和规模乘数共

同作用带来的潜在差异需求规模乘数效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江苏省淮阴市宿迁县耿车乡①以手工劳动进行初级产品加工，

在户、联户、村、乡四个层次兴办企业，让村民亦工亦农，形成了从家庭经济到合
作经济的循序渐进式发展，被称为 “耿车模式”。② 有趣的是耿车镇与沙集镇的关
系。在农村工业化年代，耿车镇一直是沙集镇的榜样，沙集镇的废旧塑料加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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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耿车乡现在已变为耿车镇，行政隶属关系也变为了江苏省宿迁市宿
迁区。
李阳：《“耿车模式”诞生记———宿迁县耿车乡发展乡镇企业的调查》，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５日，第２版；贾静安：《费孝通与 “耿车模式”》，《团结报》２０１０年５
月１３日，第５版。



就是向耿车镇学习的。但在农村网商发展中，沙集镇先行一步，通过 “网销＋工厂”

模式，发展水平快速超越了耿车镇，成为耿车镇学习的榜样。

沙集镇与耿车镇发展地位的转换说明了什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乡镇企业的厂长
如果想从生产中获益，要么增加产量，要么提高产品质量，要么既扩大生产规模、又
提高产品质量。对乡镇企业而言，多重因素的约束使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其现实选择。

增加生产并不必然意味着获益，影响获益的还有销售。为扩大销售，销售员需运
用社会关系网络，包括采用各种手段，不断拓展市场规模。则市场规模可以表达为：

　　ｖｉ＝ρ∑
ｍ

ｉ＝０
ｓｉ；（ｍ＝０，１，２，…ｋ）

公式中，ｖｉ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为工厂产品面对的市场规模，ρ是区间为

０—１的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参数，ｍ 为工厂销售员的数量，ｓ为一个销售员开拓
的市场规模。

显然，ｍ 为一个有限集，ｓｉ的和亦为一个有限集，则ｖｉ必定为一个有限集。即
市场开拓直接影响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影响到工厂从生产中的收益。

假设耿车乡销售员的儿子李元到沙集镇开淘宝店。如果按原乡镇企业的模式去
开拓市场，淘宝店将无法运营。因为在网络销售平台上，看起来每个节点都是可能
的买家，但事实上，售卖者不可能知道谁会真正购买，因而也无法主动推销产品，

只能等待平台在供需之间撮合或买家通过平台搜索而找上门来。

对买家而言，在工业化模式下，批量化的生产模式让买家不得不遵从标准化的
消费。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买家都有个性化需求。在产品设计、生产过程、物流配
送等数据化支持下，个性化需求便有可能得到满足，连通性也为个性化需求提供了
表达的机会。因此，在互联网上，“差异化的需求”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市场空间，

买家的细微差异需求便是对产品特征细微差异 （ｄ）的需求。与之相应，对差异化产
品需求的满足，会刺激潜在差异化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和显性化。

进一步，假设在规模乘数效应中，产品特征的细微差异不仅是可组合的，也是
可汇聚、可类别化的，则在互联网上对细微差异需求的汇集，便形成了卖方满足潜
在差异化产品需求的机会和激励。由此形成的交易双方在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与满足
之间的相互强化，恰恰是连通性条件下的正反馈机制。

在供给为有限集的条件下，运用于规模乘数效应的模型可以修正为：

　　ｃｄｄ＝φ∑
ｎ

ｄ＝１
ｄｄ；（ｎ＝１，２，…!）

　　ｖｄ＝∑
ｎ

ｉ＝１
（μ×ｃｄｄｉ）；（ｎ＝１，２，…!）

在这里，每个差异化需求类别 （ｃｄ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为可
类别化参数 （φ）与差异化需求 （ｄｄ）的函数。差异化需求 （ｄｄ）是一个趋于无穷
大的集，即总是、且不断产生；假设不是每种差异化需求都可汇集、可类别化，即
可类别化的参数 （φ）的取值区间亦为０—１。给定μ为每一种差异化需求区间为０—

·０１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１的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参数，则差异化的市场规模 （ｖｄ）依然是一个趋于无穷
大的集。

由此证明，从互联网市场的受益也将是趋于无穷大的集。长尾理论证明的正是
这一点。① 在沙集模式中，孙寒和程怀宝等在互联网市场的实践也是可证明的事实。

市场需求的细微差异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撮合、买家的主动搜寻、卖家对销售数
据的运用而获得匹配，进而让卖家面对的潜在差异需求规模也获得乘数效应，并从
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的受益模式。

将李元与其父辈的受益模式进行比较，假设李元采用了沙集镇的 “网销＋工厂”

模式，则看起来一样的生产过程，其获益的逻辑却完全改变：第一，把 “先生产、

后销售”模式改为 “先销售、后生产”模式；第二，把 “标准化、批量化”模式改
为 “定制化、个性化”模式；第三，把 “拓展市场”模式改为 “积累市场”模式；

第四，把 “多层客户”模式改为 “扁平客户”模式等。

两个乘数效应对从互联网技术应用中受益都很重要。由两个乘数效应带来的不
仅有产品需求量的增长，还有产品价格的竞争性稳定。如果把局部市场竞争形成的
价格波动 （γ）纳入考虑，则从局部市场受益 （ｐｌ）的区间始终是一个可估计的有限
区间。

　　ｐｌ＝γｖｌ
也就是说，从局部市场受益 （ｐｌ，ｐｒｏ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不仅与市场规模有

关 （ｖｌ，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也与价格波动有关 （γ是区间为０—１的价格波动
参数）。在互联网市场上，由于两个乘数效应带来的市场是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进
而从互联网市场的受益也是受限于且仅受限于供给的、趋于无穷大的集，理论上，

即使价格存在波动，其对受益的影响也可以通过产品组合或差异化来抵消。如此，

互联网红利则为：

　　ｐｓｃ＝ｐｃ－ｐｌ
公式中，ｐｓｃ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ｐｒｏ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是互联网红利，ｐｃ （ｐｒｏ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为在互联网市场售卖的获利，ｐｌ为在局部市场售卖的获利。在正常市
场环境和状态下，理论上，ｐｓｃ始终为一个正数。

（四）对互联网红利差异的解释

由陈淑珍、孙寒、海尔等案例可见，正是汇聚不同类型的资产，将其转化为互
联网资本的差异，才造成他们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而影响互联网资本化的
因素，则涉及了与互联网资本内涵增长和外延增长相关的各类资产的转化。

以人力资产转化为例。淘宝村的形成，常常是在先行者获得互联网红利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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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乔江涛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他村民开始仿效，淘宝村的店家数据①曲线符合创新扩散的 “Ｓ”分布，说明对互联
网的运用是一个扩散过程。对案例的剖析表明，店家之间的受益差异在本质上反映
了互联网资本及其效用的差别。②

以先行者为例，他们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有应付创新可能带来损失的担当，有
运用技术的能力并能付诸实施，还有应对创新中高度不确定性的能力。这些人力资
产，在工业化时代，要么是附加值较低的资产，要么是无处可用的资产，譬如孙寒
玩电脑游戏积累的互联网操作技能很难在科层制岗位上转化为资本，程怀宝捕捉细
节和挖掘学习资源的能力在工业化流水线上就几乎是 “僵化”资产，陈淑珍的性别
和受教育程度在工业化时代的资产附加值极低。

这些既往积累的、在工业化时代无法转化为资本的资产，在连通性条件下，被
不同程度地激活、且转化为有效用差异的互联网资本。以受教育程度为例，作为人
力资产的一部分，陈淑珍和孙寒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互联网资本化中展现出差别，

崔丽丽等人在对浙江丽水２７５位淘宝商户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于淘宝销售额
有显著影响。③ 可以认为，在向互联网资本的转化中，以往资产特征的差异是影响
互联网资本内涵性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海尔的案例则说明，除了激活僵化资产以外，互联网资本还可整合既有资产、

增加新资产等，形成互联网资本的外延性增长。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管是互联网资本的内涵性增长还是外延性增长，都必然
要面对互联网平台以及市场规模乘数效应和潜在需求差异乘数效应的影响。

正如已证明的，在施坚雅的集市中，农村产品 （不一定是农产品）面对的是同
质性较强的局部市场，此时，无论是哪一类资本，都只能通过局部市场获益，资产
的差异也难以在局部市场中凸显。一旦局部市场与网络化社会连接，在互联网平台
的匹配、操纵下，两个 “乘数效应”便会让各类互联网资本的差异也呈现乘数效应，

进而放大从互联网中获益的差异性，甚至也让从互联网红利中的受益出现乘数效应。

这就是人们在互联网上常见的如程怀宝在短期内获得滚雪球般发展、陈淑珍却依然
维系着不大不小获利的基本原理。

如此，在高度互联的网络中，互联网资本的差异获得了充分彰显，一方面汇聚
到同类之中，另一方面在不同类别之间将互联网资本的差异在互联网红利受益份额
中放大。此时的市场规模为：

　　ｖｃ＝Ｃｃρ∑
ｎ

ｉ＝０
ｘｉ；（ｎ＝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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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阿里巴巴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淘宝村》。
鉴于篇幅和本文关注的焦点，将不详细讨论互联网资本效用。
崔丽丽、王骊静、王井泉：《社会创新因素促进 “淘宝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证分析———
以浙江丽水为例》，《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公式中，市场范围 （∑
ｎ

ｉ＝０
ｘｉ）可以是从０ （完全没有市场范围）到趋于无穷大的

集，互联网资本 （Ｃｃ）则是一个变异区间极大的有限集，即使ρ→１，握有不同互联
网资本的用户面对的、可以从中获取红利的市场规模 （ｖｃ）也将是一个随互联网资
本差异而变动极大的区间，进而，红利差异也表现出极大的变异性。

除了人群之间的互联网资本差异，在村与村之间、地区之间，红利差异还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行政区划、地域之间，互联网资本的组合除了个体性因素以外
还包括行政区划内社会资产、文化资产以及其他任何具有市场进入机会的资产如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制度安排等；这些资产的差异，通过影响人群、区域各类资产
的资本化程度与范围，进而影响互联网资本效用的差异。表２呈现的正是这些因素
综合差异影响的后果。

在互联网资本中，创意资产具有不同转化率，也具有差别更大的定价。霍金斯
认为，创意产品是来源于创意且有经济价值的产品。① 显然，创意产品是创意资产
的产品形态，其差异更大的定价则来自于与非创意产品的比较，即在创意产品中，

创意资产具有更大的内涵性增长；日本和韩国正试图通过将农产品艺术化来增加农
产品的创意性。②

淘宝村的产品创新有力地证明了创意资产在互联网资产组合中的意义，譬如青
岩刘村毗邻浙江省义乌市的小商品城，以区位优势创造高额销售。在给定产品属性
的前提下，对已有要素的创意组合差异，也直接影响着红利差异的变异性。在农产
品中，就有每斤枸杞卖到２０００元的案例。③

由此可见，在给定互联网平台影响的条件下，通过资产组合差异形成的互联网
资本组合差异及其面对的两个乘数效应，形成了互联网资产的乘数效应，直接并主
要地影响了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这就是互联网资本的秘密。

简单地说，互联网红利差异 （ｄｐｓｃ）是互联网资本 （Ｃｃ）与市场规模乘数效应
（ｖｖ）和潜在差异需求乘数效应 （ｖｄ）的函数，可以表述为：

　　ｄｐｓｃ＝ｆ（Ｃｃ）（ｖｖ∩ｖｄ）

还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例子都表明，连通性并不是决定因素，而只是触发因素，

触发的不是某种固定的互联网资本组合，而是适合特定时点市场的组合，曾经在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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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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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Ｈｏｗｋｉｎｓ，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ｅｙ　ｆｒｏｍ　Ｉｄｅａｓ，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１．
参见荒井正吾：《日本农业课题与奈良县农业》，《２０１５东亚地方政府三农论坛论文集》
韩国忠清南道，２０１５年９月。在演说中，荒井正吾作为奈良县知事不断重申日本农业
生产和农业产品的农艺化，通过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中加入艺术性和科学性创意来提
高农业活动的竞争力。
阿里研究院：《枸杞逆袭：农业电商的性感营销１斤卖到２０００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ｌ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ｂｌｏ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ｉｄ／１９１２７．ｈｔｍｌ．



车镇大显身手的工业资本在互联网时代的沙集镇则不一定适用。

由此引发的议题是复杂的。譬如，假设潜在差异需求随时间的变化是一个无穷

集，则意味着随时间变化的潜在差异需求乘数效应始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无穷集。

如此，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互联网资本组合必须能适应潜在差异化需求的变化。

进一步，假设互联网用户捕捉潜在差异化需求并满足其需求的互联网资本组合是一

个有限集，则互联网红利将不可能集中到固定人群、固定组织甚至固定区域。在理

论上，这意味着每个用户从互联网红利中的受益不可能自然地形成垄断，进而也意

味着为其他行动者提供了机会，即新的机会分配形态。

有鉴于此，互联网红利差异并不是工业化红利差异的延续与扩展，而是基于互

联网资本差异的新差异类型。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陈淑珍、孙寒、海尔等互联网

经济现象可以得到解释。

五、结　　论

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短缺时，接入可及性差异是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形态。即使

互联网用户数量在增长，一方面用户规模不大，另一方面由于用户分散在规模较小

的局部网络之中，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非常有限；从经济受益的视角出发，即使存

在运用差异，相对于可及性差异而言，其影响也极小。更加重要的是，互联网红利

尚未显现。这是数字鸿沟的初期表现形态，即 “接入鸿沟”。

在填平接入鸿沟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过去的１０多年里，随着互联网

设施、设备以及应用的发展，互联网用户数量从２００３年的５９００万增长到２０１６年６
月的７．１０亿。如果以家庭计算，则平均每个家庭有超过１．５人在使用互联网。互联

网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重要的部分。在多样化的运用中，以互联

网市场为例，我们既看到了 “淘宝村”的出现与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如海尔等实体
企业 “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运用互联网市场获得的、相比其他市场而言的超额收益，即互联网红利。

在多种形态的互联网技术应用中，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替代了早期的接入

鸿沟，成为了数字鸿沟的新形态。如果说接入鸿沟是基础设施短缺的后果，可以通

过公共政策来改善；那么，影响人们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主要因素则是互联网资

本，一种凝聚以往投入形成的、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能够通过互联网市场获

益的组合资产。

在互联网市场中，一方面人们把多种资产、包括 “僵化”资产转化为互联网资

本；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匹配或操控扩大可转化资产的规模、提高转化率，

让多种形态、多样化的互联网资本成为影响人们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差异的主要因

素和机制。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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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机制中，由连通性带来的两个 “乘数效应”极其重要。这让市场规模变
成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同时也让原本在局部网络中没有价值或价值极低的差异需
求和 （或）潜在差异需求变得有价值，让差异化的需求变化、汇集与类别化，在类
别与规模两个维度也近似于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正是两个乘数效应提供了各类资
产差异化的资本化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平台是重要的基础设施，不仅扮演
了媒介角色，在关系结构上，也具有操控互联网资产转化为资本和两个乘数效应的
机会。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对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形态的互联网平台研究才刚刚开始，

对其性质、运行特征、关联因素等，还需要深入探讨；其垄断性可能带来的效率损
失也是不容忽视的议题。

此外，互联网资本的组合性让用户很难具有完全同质、等量的资本，即互联网
资本在用户之间、同一个用户的不同时点之间都具有差异性。因此，互联网资本的
差异性，如果不是决定性地、也是主要地造就了红利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
网资本中创意资产的重要性使得用户对差异性需求市场的捕捉与满足始终是一个有

限集，则互联网红利也无法始终集中在少数运用者身上。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移动终端对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呈现出爆发式渗透，移动终端上
的应用也呈爆发式增长。看起来，设备和应用的变化给互联网资本组合和组合的差
异化引入了新的因素，实质上，却正好检验了在给定互联网平台影响，以及两个乘
数效应条件下互联网资本的效用，即用户用自己的互联网资本通过对差异化、规模
化的运用，获取差异化 （譬如与桌面端使用者不一样）的互联网红利。

这就是互联网资本的秘密，也是给定连通性条件下影响数字鸿沟发展的机制。

在已经高度互联的中国，如何发挥连通性带来的积极影响，促进互联网资本的公平
发展，让中国社会公平地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将是中国公共政策需要关注的焦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对互联网资本探讨的一次尝试，限于篇幅与数据，一
些重要议题在文中并未展开，如互联网资产组合为资本的类型、在互联网上各类资
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及展现为乘数效应的机制、互联网平台的影响机制等。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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